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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进一步揭示数字化差异化发展的机理，基于“技术-组织-环境”（TOE）框架，结合区域数字化发展的前因条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中国31个省份为例，分析各省份数字化发展背后的驱动机制，得出推动区域数字化发展的组态路径。研究发现：（1）区域市场化水平是影响区域数字化发展的单一必要条件；（2）高区域数字化发展水平的4条驱动路径分别为环境主导型、组织-环境型、均衡型和组织主导型，多以财政资源供给和技术市场发展水平作为核心因素；（4）区域数字化高质量发展需要多个条件变量发挥协同作用，单一或少数变量难以对发展绩效产生影响；（5）各组态间的条件变量均存在潜在替代关系。根据研究结论，最后提出发挥财政资源供给的基础作用和完善技术交易市场体系建设等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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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etermines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Digitalization? : A Study on Co-movement Effect Based on T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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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further reveal the digital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this paper adopts a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based on the 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 (TOE) framework and combines the prerequisites of regional digital development with 31 Chinese provinces to analyze the driving mechanism behind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of each province, and then derives a grouping path to promote regional digital development. It is found that the level of regional marketization is the single necessary condition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digitalization; the four driving paths of high regional digital development level are environment-led, organization-environment, balanced and organization-led, mostly with financial resource supply and technology market development level as the core factors; regional digital quality development requires multiple condition variables to play a synergistic role, and it is difficult for a single or few variables to have an impact on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potential substitution relationships exist for all condition variables between the groups. Lastly,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such as playing the basic role of financial resources supply and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trading marke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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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bookmark: OLE_LINK170][bookmark: OLE_LINK28]21世纪以来，数字化逐渐成为我国引领技术变革的重要战略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数字中国战略方针，中国数字经济由此进入快车道[1]。数字化的发展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力支撑，实现了经济和社会效益双飞跃。研究显示，2002－2020年间，中国年度数字经济总量从1.2万亿元增长到39.2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提升至38.6%，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2]。此外，中国数字化建设效益比发达国家更高[3]。虽然中国数字建设效果显著，但如柳卸林等[4]、邢梦莹等[5]研究指出，仍存在着数字技术创新生态研发不足、东西部及城乡间数字鸿沟现象突出等挑战。为应对这些问题，国内地区间如何调动资源配置，提升数字创新能力，以探索区域数字化高质量发展规律，依然是现阶段政府部门和企业亟须关注的实践议题。
大数据、5G通信、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是保障地区数字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实现现代化数字社会的重要举措。研究表明，信息系统、数据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有助于智慧城市建设，满足其自动化、智能化和人性化的发展需求[6]。随着数字化进程加速，数字社会主要体现在数字平台建设、数字治理能力、数字化转型、资源数字呈现等方面。例如，数字政府治理能通过信息系统解决日常的碎片化问题，灵活地为公众提供物品，并降低政府与社会间的信息流动成本[7]；而组织运作能力、授权环境和价值目标等的共同作用，能够显现数字政府治理绩效差异[8]。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的旅游、餐饮、酒店等行业遭到重大打击，线下消费规模收缩，市场投资氛围谨慎[9]，但中国数字经济却迎来了新的契机。数字能力成为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新标准，成为企业转型和发展的新关键，成为区域治理的新核心。围绕“数字化发展”这一议题，学者进行了诸多探索，如探讨数字化发展历史脉络以分析未来的机遇与挑战、数字化对各行各业造成的影响，以及构建评价数字化建设成效评价指标体系并开展相关实证研究等，但针对导致高绩效区域数字化发展的影响因素仍存在探讨空间，对其核心条件及其联动效应的研究较少，且未能揭示出多因素互动的复杂机理。
基于此，本研究基于组态视角，结合“技术-组织-环境”（TOE）理论框架，以中国31个省份作为研究案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探讨影响区域数字化发展的条件组态及其影响机理，以期理解推动区域数字化发展成效背后的因果复杂性。本研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什么原因造成了各省份之间数字化效益的差异？怎样的条件组合能够导致高水平区域数字化发展？各个条件组态间存在什么样的匹配和替代关系？对区域数字化发展的前因条件进行分析，有助于加深对发展区域数字化驱动路径和作用机理的理解，进一步认清数字化差异化发展的“黑箱”，为地方数字化发展实践提供管理和借鉴意义。
2  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2.1  区域数字化发展的研究进展与实践经验
[bookmark: _Hlk90192865]所谓数字化，就是基于数字孪生技术，将现实世界包括人、物等物理属性复刻到数字世界，把复杂多变的信息转变为能够度量和观察的数据，并建立适当的数字模型。区域数字化发展包括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场景构建、数字治理能力、数字赋能新发展格局等多方面，旨在促进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学者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对数字化发展进行研究：
（1）数字化发展评价体系。目前，中国区域数字化发展情况多由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进行总结报告，如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以下简称“信通院”）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腾讯研究院的《数字中国指数报告》等，主要集中于信息技术支撑、数字经济与社会效益等方面的度量。信通院[10]认为，数字化作为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加速了国内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重构了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形态，并提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和数据价值化的四化框架。腾讯研究院[11]从数字文化消费、数字政务发展和数字抗疫等方面评价国内各区域数字化发展情况，提出以用云量评估数字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新基建”），以移动数据流量评估数据要素包括移动应用活跃用户数、移动应用使用时长和数字交易活跃度等评估数字化场景。少数学者分别从宏观与微观视角构建数字化发展状况评估指标体系，如吴翌琳[12]扩展了波特钻石模型，系统地评估了全球数字竞争力的评价体系，构建了包括数字资源共享、数字安全保障、数字国家贸易、数字驱动创新等10个方面的一级指标及其下属68个二级指标，较为全面地涵盖了数字社会各方面评价情况；范合君等[13]根据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环节，以生产数字化、政府数字化、消费数字化和流通数字化四方面测度中国省域数字化建设情况，发现数字化发展在指标和区域层面均存在失衡现象；王瑞等[14]基于层次分析-决策实验室分析（AHP-DEMATEL）方法，以战略、运营技术、文化组织能力和生态圈4方面构建评价制造型企业数字化建设的成熟度模型，通过分值对比，探讨制造型企业提升数字化能力的因素。
（2）数字化发展实践与影响因素研究。目前针对数字化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数据要素驱动、组织内部管理、外部营商环境等方面开展，如丁煌等[15]认为，贵州省率先以数据要素为驱动建立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形成一批具有广度和深度的标志性数字项目；宋晶等[16]从微观层面探讨了企业家社会网络对企业数字化建设和转型的效用，认为利用网络关系能够及时锁定企业数字化建设所需的最低成本资源，并发现适度的社会网络规模更有利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杜有黄百等[17]研究了东盟十国数字化发展的效率，认为除了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外，还应该关注各国货物与服务出口额、国际旅游人数等外部环境对地区数字化发展的间接影响；郭蕾等[18]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人才、数字产业发展、经济开放程度、财政资源水平、政府投入力度、公众参与程度和社会创新氛围均会对数字政府建设产生一定影响。受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影响，中国数字化进程按下加速键，推动了政府公共卫生治理数字化转型，如吴静等[19]、王灏晨等[20]的研究均指出疫情倒逼国内传统实体产业线上化，线上教育、健身、诊疗等新业态逐渐得到推广；另外，全球不少博物馆和美术馆等场馆增加了基于数字设备访问的虚拟游览板块，其中，卢浮宫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开放了多种导游软件及视频，接受用户对3万多件作品进行检索和观看，用户访问频数较疫情前增加了10倍之多[21]。由此可见，数字化发展实践为组织绩效和社会效能带来了新机遇。
（3）数字化影响研究。近年来，数字化影响研究被应用于企业转型、战略管理、区域创新等领域，如刘飞[22]构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认为数字化投资、数字技术应用和业务模型转型对生产率均无直接影响，但部分因素仍与内生、外生影响因素存在间接或互补影响，随着互联网发展深化，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生了深刻变革，提高了企业绩效；李燕萍等[23]、陈冬梅等[24]从企业发展存在问题和企业边界问题等视角开展研究，认为数字化挑战了传统人力资本的工作模式，促进了无组织工作模式的出现，以及强化了群众监督的问责机制，而数字革命使得具备新型数字商业模式的创新企业对传统行业产生了巨大威胁，迫使传统企业向着数字化转型，开发出适合当前营商环境的模式，进而模糊了原有的产业边界，同时行业间也从竞争转向竞合共生的商业关系；周青等[25]基于县域尺度的面板数据开展研究发现，提高区域数字化接入水平和优化主体创新网络的连通性有利于提升区域创新绩效，而装备水平、应用水平和平台建设水平与创新绩效间存在适当的倒“U”型关系；庞瑞芝等[26]则认为数字化对环境治理绩效具有增效效应，在绩效低的地区具有较大作用，且这种作用长期存在并呈现边际递增趋势，此外还发现数字化能够强化政府规制环境力度、提高公众参与度和加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来间接改善环境治理绩效。
综上所述，学界关于数字化发展的评价体系、影响因素和影响研究已有较为广泛的探讨，为区域数字化建设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解释，研究视角也从早先定性讨论向定量和混合实证研究转变，但在验证影响数字化建设的前因条件中，大多探讨单一变量的直接影响或两两变量间的间接和互补影响，较少研究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难以揭示出数字化建设过程中的复杂因果关系。因此，本研究根据前人研究，采用组态研究视角，基于TOE分析框架，结合中国区域数字化发展的实践经验，构建了影响区域数字化发展的分析框架，以期厘清区域数字化的影响路径，如图1所示。区域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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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框架

2.2  区域数字化发展的模型构建
（1）技术条件。具体包括大数据发展水平、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人员3个二级条件，它们是技术应用的基本支撑条件，对组织应用技术的能力产生影响。例如，政务数据从输入、管理到利用的全过程都与数字政府平台建设密切联系，对使用效果和建设质量影响重大[27]。而焦勇等[28]发现数字基础设施能够影响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促使工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另外，数字技术对基础研究和研发实验的知识要求有较高门槛，因此需要大量从事科学技术的人才资源投入到数字化建设研究过程中来。
（2）组织条件。具体包括组织创新能力、财政资源供给和组织注意力分配3个二级条件。组织作为行为主体，具有挖掘影响技术创新因素的能力[29]。企业对技术研发的投入能够引发变革和创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其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所作出的努力。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直接或间接的引导和支持有助于数字技术在各方面扩散，当政府拥有足够财政资源并愿意投入到技术研发、人员聘用和系统采购等环节中来，则有可能对当地数字化建设水平产生积极影响。但应注意的是，资源投入还涉及到时间尺度，政府或企业对数字化建设和转型的重视程度也发挥着重大作用[30]。王雪原等[31]认为数字化政策对区域数字化发展具有显著影响，且政策组合效果优于单项政策的执行效果。因此，本研究采用政府公布有关数字化政策文件，结合时间来反映组织注意力分配，以此判断对数字化建设议题的关注程度。
（3）环境条件。具体包括区域市场化水平、居民外部需要和技术市场发展水平3个二级条件。外部环境虽无法直接参与建设过程，但却能够影响组织行为选择和促进技术市场创新。在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区域市场化水平会对创新投资、技术进步产生影响[32]，而干预市场的行为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会极大阻碍创新活动和社会进步[33]。然而，国内各省份间市场化水平不同，创新能力发展具有差异，进而影响区域间数字化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技术市场是技术开发、转让等资源流动的重要平台，是连接科技与经济的桥梁[34]，其发展水平能够反映出区域科学技术要素流通程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间接呈现出地区数字化发展成效。随着互联网发展，居民能够接触到的数字服务愈加广泛，而如何利用数字化平台更好地服务于不同年龄特征群体的多样性需求，是政府、企业部门亟须解决的问题。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
优化以往通过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线性关系的统计分析，试图以前因变量间的组态效应分析国内31个省份（未含港澳台地区）数字化发展背后的驱动机制，因此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作为研究工具展开实证分析。定性比较方法（QCA）由Ragin等[35]提出，是基于布尔代数和集合论的分析，强调通过多案例横向比较，系统性地考察促成结果产生的关键因子间的成因组合。相较于传统回归，QCA优势在于：第一，关注引起结果的充分和必要条件，能够深入探讨社会现象因果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挖掘变量与结果之间的并发作用机制；第二，在对于定类、定序和二分等组成的中小规模样本分析中，弥补了依赖大样本统计建模的不足，能够从案例比较中发现更具有针对性的分析结论；第三，优化了二分变量非0即1的特征，通过多值来刻画案例属性，并能处理程度变化或部分隶属的问题，因为不同区域数字化提升路径的多样性表明可能存在异因同果的等效因果链条，而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和多值集定性比较方法（mvQCA）的传统回归只通过中介和调节对因变量替代性的影响方式进行解释，缺乏前因变量之间协调、互不冲突的等效性。 
综上而言，影响事件最终结果的往往不会是单一条件，而是条件的联动效应，即区域数字化发展受到各方面的综合影响，大数据发展水平、组织创新能力、技术市场发展水平等因素独立或两两交互作用是不够的，因此，要揭示不同区域数字化发展水平的提升路径，采用fsQCA方法更具适用性。
3.2  数据来源
3.2.1  数据收集
本研究中31个省份的互联网接入端口数、年末人口数、R&D经费支出、政策文件数量等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21》和各地方人民政府官网；大数据发展指数、市场化水平和数字化发展水平分别参考连玉明等【补标引著录来源文献。不能仅以增加数据来源描述替代引用著录！如果文献来源是图书的，注意标注引用内容所在页码】于2021年撰写出版的《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国民经济研究所【补标引著录来源文献。不能仅以增加数据来源描述替代引用著录！如果文献来源是图书的，注意标注引用内容所在页码】发布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21）》和中创凯立达规划设计研究院【补标引著录来源文献。不能仅以增加数据来源描述替代引用著录！如果文献来源是图书的，注意标注引用内容所在页码】于2021年发布的《中国区域数字化发展指数报告》。
3.2.2  测量与校准
参考张明等[36]的方法，在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时，将每个结果变量（区域数字化发展）和条件变量看作一个独立集合，每个省份作为案例在集合中均存在隶属分数，并将集合隶属分数赋予案例，就是校准。借鉴Ragin等[35]的研究，基于理论和现实经验，采用直接校准方法，利用Excel中PERCENTILE函数将原始数据转换为模糊集隶属分数。对于案例校准的锚点选择，参照现有研究的做法，对各个变量样本数据分别选取95%、50%和5%分位数作为隶属区间。各变量的测量指标与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2020年中国31个省份数字化发展影响因素的校准结果
	构念维度
	变量名称
	校准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结果变量
	区域数字化发展
	71.000
	32.000
	18.000

	技术条件
	大数据发展水平
	65.830
	40.230
	25.165

	
	技术基础设施
	0.943
	0.685
	0.479

	
	数字技术人员
	37.923
	14.512
	10.869

	组织条件
	组织创新能力
	2.209
	1.157
	0.248

	
	财政资源供给
	5.248
	1.808
	0.580

	
	组织注意力分配
	29.500
	16.000
	2.500

	环境条件
	区域市场化水平
	9.792
	6.746
	3.600

	
	居民外部需要
	142.397
	95.177
	80.860

	
	技术市场发展水平
	2 677.531
	379.779
	12.837



（1）结果变量：数字化发展指数。数字化是指通过数字编码技术作为实现手段，将数据、图像等信息转换成数字信号，借助媒介实现复原、保存和传播，确保内容质量不受损害的信息处理方式，直接反映了地区科学技术的发展、地方经济实力，甚至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将数字化发展评价指标分为创新要素投入、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社会建设4个方面，由此综合得出各省份数字化发展总得分。
（2）条件变量。1）技术条件，包括大数据发展水平、技术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人才。通过政用、民用和商用3类指数对各地区大数据发展水平进行衡量；参考谭海波等[37]的研究，以2020年各省份人均互联网端口数测量技术基础设施，其中人均互联网端口数为地区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与年末人口数的比值；参考郭蕾等[18]的研究，以地区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占总人口数的百分比测量数字技术人才。2）组织条件，包括组织创新能力、财政资源供给和组织注意力。用R&D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测量组织创新能力，并采用地方2020年科学技术支出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值测量财政资源供给；参考陶克涛等[38]的研究，根据各省级层面有关数字化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的发布日期进行优先级位序排列，以测量组织注意力。3）环境条件，包括市场化水平、居民外部需要和技术市场发展水平。以中国区域市场化指数衡量各省份市场化水平；以2020年地区所拥有的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与总人口数的比值来衡量居民外部需要；以技术市场成交额衡量技术市场发展水平。
4  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
4.1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从表2可知，除了区域市场化水平以外，其他各个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均小于0.9，表明区域市场化水平可能是解释区域数字化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将区域市场化水平放入后续充分性分析当中发现，所有组态均包含区域市场化水平的中间解和简约解。因此，本研究认为区域市场化水平是促进区域数字化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后续组态分析中予以剔除；其余8个条件均无法构成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表明区域数字化发展具有复杂性，需要技术、组织和环境3个方面的各条件变量协同发挥作用。
表2  2020年中国31个省份数字化发展的单因素必要性检验
	条件变量
	区域数字化发展
	～区域数字化发展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大数据发展水平
	0.828
	0.792
	0.456
	0.590

	～大数据发展水平
	0.571
	0.437
	0.839
	0.869

	技术基础设施
	0.752
	0.628
	0.541
	0.611

	～技术基础设施
	0.534
	0.463
	0.671
	0.785

	数字技术人员
	0.655
	0.651
	0.489
	0.657

	～数字技术人员
	0.655
	0.487
	0.740
	0.743

	组织创新能力
	0.869
	0.798
	0.446
	0.553

	～组织创新能力
	0.514
	0.407
	0.837
	0.896

	财政资源供给
	0.860
	0.784
	0.416
	0.513

	～财政资源供给
	0.466
	0.371
	0.824
	0.888

	组织注意力分配
	0.514
	0.438
	0.718
	0.825

	～组织注意力分配
	0.794
	0.676
	0.511
	0.587

	区域市场化水平
	0.956
	0.822
	0.459
	0.533

	～区域市场化水平
	0.457
	0.385
	0.847
	0.963

	居民外部需要
	0.658
	0.636
	0.518
	0.676

	～居民外部需要
	0.665
	0.505
	0.722
	0.741

	技术市场发展水平
	0.850
	0.818
	0.392
	0.510

	～技术市场发展水平
	0.491
	0.374
	0.860
	0.886


    注：~代表“非”。

4.2  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不同于必要性分析，充分性分析从影响因素出发，揭示各个条件变量存在时能够产生多少程度的结果事件。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基于集合论视角，考察多个条件的组合是否成为结果集合的子集，并采用解的一致性和覆盖度判断结论是否有效。参考张明等[39]研究，同时考虑31个省份有关数据在真值表的分布，将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80，频数阈值设置为1。如表3所示，解释区域数字化高质量发展的4条路径的总体解一致性为0.953、覆盖度为0.635，表明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有效，4种组态可以解释63.5%的区域数字化高质量发展案例，且其中有95.3%呈现出较高水准。
[bookmark: _Hlk97278840]表3  2020年中国31个省份区域数字化发展水平组态分析
	条件组态
	环境主导型
	组织-环境型
	均衡型
	组织主导型

	
	组态1
	组态2
	组态3
	组态4

	大数据发展水平
	●
	
	●
	●

	技术基础设施
	●
	
	●
	

	数字技术人员
	●
	●
	
	

	组织创新能力
	
	●
	●
	●

	财政资源供给
	●
	●
	●
	●

	组织注意力分配
	
	
	
	●

	居民外部需要
	●
	
	●
	

	技术市场发展水平
	●
	●
	
	●

	一致性
	0.992
	0.962
	0.904
	0.988

	原始覆盖度
	0.391
	0.210
	0.228
	0.300

	唯一覆盖度
	0.222
	0.028
	0.058
	0.120

	解的一致性
	0.953

	解的覆盖度
	0.635


注：大圆圈“●”表示核心条件，小圆圈“●”表示边缘条件。

（1）组态1为环境主导型，以财政资源供给和技术市场发展水平作为核心条件，以大数据发展水平、技术基础设施、数字技术人员和居民外部需要作为边缘条件。表明拥有充足财政资源供给的省份，在技术市场发展成熟的条件下，能够通过技术手段实现数字化水平的提升；而居民外部需要也在其中发挥着作用，因为数字设备越完善的省份，居民越有机会应用相关数字化设备，产生对数字产品的需求，进而促进区域数字化发展。该路径能够解释约39.1%的省份的数字化发展实际，且约有22.2%的省份的数字化发展实际仅能被该路径所解释。
[bookmark: _Hlk97280149]（2）组态2为组织-环境型，以财政资源供给和技术市场发展水平作为核心条件，以数字技术人员、组织创新能力作为边缘条件，较少考虑技术条件的联动作用，只强调技术人员在组织中的耦合协调作用。该组态表明，拥有较高技术市场发展水平和较多专业数字技术人才的区域，如果能够获得更多财政资源供给，提高企业、院校等组织的创新能力，也将拥有高水平的数字化发展效益。该路径能够解释21.0%的省份的数字化发展实际，且约有2.8%的省份的数字化发展实际仅能被该路径所解释。
[bookmark: _Hlk97281545]（3）组态3为均衡型，不以变量作为核心条件，而是通过大数据发展水平、技术基础设施、组织创新能力、财政资源供给和居民外部需要作为边缘条件共同发挥作用。表明在面对居民外部需要高的省份，如果能够投入更多科学技术支出，提升组织创新发展能力，完善技术设施，发展大数据平台引领创新驱动发展，同样能够实现较高的数字化发展水平。该路径能够解释约22.8%的省份的数字化发展实际，且约有5.8%的省份的数字化发展实际仅能被该路径所解释。
（4）组态4为组织主导型，以大数据发展水平、组织创新能力和财政资源供给为核心条件，以组织注意力分配和技术市场发展水平为边缘条件。其中，组织注意力分配发挥了辅助作用，原因在于财政资源和组织创新需要主体进行调度，即将数字化发展议题作为目前创新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三者协调发挥较为明显的作用。该组态表明，在技术市场环境和大数据发展条件较好的前提下，如果能够发挥组织创新能力，投入更多财政资源，便能取得较好的数字化发展效益。该路径能够解释约30.0%的省份的数字化发展实际，且约有12.0%的省份的数字化发展实际仅能被该路径所解释。
总体上，所有组态都需要多个条件变量协调发挥作用，不存在单一或少数变量对区域数字化发展绩效产生影响，表明了实现数字化高质量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从单个变量在各个组态的作用来看，财政资源供给和技术市场发展水平多次作为核心因素出现，证明资金支持是加快区域数字化建设的基础条件以及丰富数字化业态需要良好的技术市场氛围，缺乏这两个核心因素将大大阻碍数字化发展进程；大数据发展水平和组织创新能力作为核心和边缘条件出现，表明大数据是数字化建设的基础工程，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依托于大数据的收集、规整、实现等功能，而具有相应的组织创新能力有助于建设主体加快数字化进程，实现数字化产品在前期设计阶段的创新，生产出更符合居民需要的产品；技术基础设施、数字技术人员和组织注意力分配作为边缘因素，且组织注意力分配在4种组态中仅出现一次，这与陶克涛等[39]认为注意力分配在政府公共卫生治理绩效的核心作用有所区别，原因在于区域数字化发展作为结果事件需要长期关注与投入，对于部分地区而言，数字化发展议题是重要但不紧急事件，因此政府颁布的数字化相关规划对当地数字化发展的效用较为长远，短期效果可能不显著。
4.3  条件组态的案例解释
在模糊集定性比较方法中，当解释某案例的前因隶属度和结果隶属度均大于0.5时，该案例即被称为条件组态路径所能够解释的高绩效案例，因此，根据分析结果可提取出10个高绩效案例（以下简称“典型案例”），分别为北京、上海、广州、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安徽和河南，具体如图2所示。其中：
组态1能解释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和广东等5个经济社会发展繁荣的东部沿海地区的数字化发展情况。其中，广东的珠三角城市群数字化程度保持明显领先，由广州和深圳“双核”领衔驱动。珠三角产业基础雄厚，电子信息产业产值超万亿元[40]，是全球电子产业最重要的生产中心，作为国际知名互联网服务业高地，拥有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等大批数字经济领军企业，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产业持续发展壮大。据统计，深圳2019年软件业务收入为6 935.6亿元，同比增长16.9%，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2位；软件出口额达207.2亿美元，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41]。
组态2能解释湖北的数字化建设情况。为防止新冠肺炎疫情扩散，2020年湖北政府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开发建设公共卫生应急指挥系统，政府有关部门开创性地完成数据同口径采集治理工作，实现数据互通，打通了城市医疗、交通、教育、海关等数字系统的联动协调，率先形成疫情防控常态化管理体系。
组态3能解释福建的数字化发展情况。福建在技术市场、财政供给投入方面不如北京、上海、广东等沿海地区，并未出现主要核心条件，但早在2000年已作出了建设数字福建的战略决策，开创了中国省级区域数字建设的先河，数字经济成为福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其数字设施体系日趋完善，电子政务应用能力全国领先。为打造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福建提出依靠科技创新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通过科技创新激活产业链，吸引从事科技创新的人才落地福建。
组态4能解释山东、安徽和河南3个地区的数字化发展情况。近些年，山东数字建设进入快车道，企业R&D投入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居全国前列[42]，为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实现产业数字化奠定坚实基础；同时，通过大数据供给赋能，加快形成智慧医疗、出行、养老、就业等社会惠民服务智慧体系；此外，政府出台了《数字山东发展规划（2018－2022年）》等文件，提出构建数字基础设施支撑、数据资源完善、数字治理和服务创新的发展新体系，力争全省数字经济占生产总值比重达45%以上。

图2  典型案例的条件组态分布

4.4   条件组态间的潜在替代关系
进一步对4种组态进行横向比较发现，组态内部条件存在替代关系。如图3所示，对比组态1和组态2发现，在数字技术人员、财政资源供给和技术市场发展水平的组合下，大数据发展水平和技术基础设施的组合与组织创新能力和居民外部需要的组合存在替代关系；对比组态1和组态3发现，在大数据发展水平、技术基础设施、财政资源供给和居民外部需要的组合下，数字技术人员和组织创新能力的组合与技术市场发展水平存在替代关系；对比组态1和组态4发现，在大数据发展水平、财政资源供给和技术市场发展水平的组合下，技术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人员的组合与组织创新能力、组织注意力分配和居民外部需要的组合存在替代关系；对比组态2和组态3发现，在组织创新能力和财政资源供给的组合下，大数据发展水平、技术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人员的组合与居民外部需要和技术市场发展水平的组合存在替代关系；对比组态2和组态4发现，在组织创新能力、财政资源供给和技术市场发展水平的组合下，大数据发展水平和数字技术人员的组合与组织注意力分配存在替代关系；对比组态3和组态4发现，在大数据发展水平、组织创新能力和财政资源供给的组合下，技术基础设施和组织注意力分配的组合与居民外部需要和技术市场发展水平的组合存在替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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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注意力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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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组态1与组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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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创新能力
居民外部需要
大数据发展水平
技术基础设施

图3  推动区域数字化发展4种组态间技术、组织与环境的替代关系
5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1）区域市场化水平是影响高区域数字化发展的单一必要条件，因此用好市场主体、顺应市场规律、发挥市场作用，让市场化力量对接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推进城市数字化进程。（2）存在4种条件组态共同构成了区域数字化高水平发展的驱动路径，具体归纳为以外部环境要素主导的适配模式、外部环境和组织自身要素共同解释的适配模式、三者共同发挥解释的适配模式以及组织自身要素主导的适配模式。（3）区域数字化发展依赖多因素的协同作用，通过发挥不同程度的作用，以殊途同归的方式加速发展进程；另外，财政资源供给和技术市场发展水平是促进数字化发展的核心因素。（4）根据技术、组织、环境条件的潜在替代关系，提高区域数字化水平的组态条件中存在多组替代关系。
5.2  管理启示
（1）发挥财政资源供给的基础作用，提升组织创新能力。环境主导型、组织-环境型与组织主导型路径都说明了地方财政资源供给对区域数字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并与组织创新能力相辅相成。财政资源供给与组织创新能力对于增加科研成果的产出、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以及技术市场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应重视区域数字化基础建设，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高对数字化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提升组织创新能力。
（2）完善技术交易市场体系建设，提高大数据发展水平。环境主导型、组织-环境型路径强调了技术市场发展水平的重要性，且后者突出了大数据水平的作用。加快发展技术市场有利于促进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科技资源的利用和转化效率，在技术市场发展成熟的前提下，通过技术手段能够有效地提升数字化水平；作为区域数字化发展的环境因素，技术的流动进一步促进了大数据发展，给予区域数字化建设以技术支持。因此，各省份首先要加强构建促进数字化发展的环境条件，完善技术交易市场体系建设，建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技术与信息服务平台，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有关资产评估管理机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3）把握区域数字化发展要素，发挥多因素的协同作用。由推动区域数字化发展各路径中可以看出，技术要素、组织要素与环境要素对数字化建设具有协同推进作用，因此，各省份在推动数字化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全面把握有关发展要素，加强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字技术人员培育，普及数字化应用等。
（4）发挥区域自身优势，采取差异化发展策略。技术能力欠佳的省份应加强对数字化建设的重视程度，积极制定相关规划和政策，鼓励有关部门建立各类数据平台并统筹联合，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方向转型，以加大数字经济占比，实现地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北京、广东等数字化水平领先的地区，则应强化新一代信息科技创新，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以创新引领数字技术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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